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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兒童社會能力因素之解釋力
比較：SOCIAL 模型取向

崔新玲1、鍾志從1、張鑑如1、梁進龍2、吳和堂3

本研究以社會—認知整合能力模型（SOCIAL）為架構，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 Care, KIT）」中48月齡幼兒為研究對象，
整體性的比較衆多因素對社會能力解釋力如何。KIT中 48月齡幼兒初始樣本有 2,031人，隨機擷
取 100人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即重新預試KIT中的問卷，結果表明，所有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在剩餘 1,931份樣本中，採用整列刪除法，刪除有遺漏值樣本，再刪除發展異常與父母親
之一是外籍配偶之樣本，共刪除 86人，最後，有效樣本剩 1,845人，其中男童 929人（50.4%），
女童 916人（49.6%）。依據文獻分析結果提出本研究結構方程模型，該模型描述了不同變量對
社會能力之解釋力，由於模型複雜，採用適合模型複雜的偏最小平方法結構方程模型（PLS-SEM）
來分析。結果發現：情緒能力的解釋力最大，其他依序為：氣質、執行功能、退縮 為、 細動作、

家庭環境與攻擊 為等變量。就此等發現，針對家長與幼兒園提出以下之建議：首先，增強兒童社

會能力的關鍵是優先關注和培養其情緒能力；其次，需要強化兒童的奮力控制性和外放性氣質；

此外，也應注重培養兒童的執行功能。未來研究可選擇單一領域的因素，就其所含的變量對兒童

社會能力影響進行更深入的解釋力之比較。

關鍵詞： 兒童、社會能力、社會—認知整合能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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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能力（social competence）是指兒童在不同社會脈絡中獲得人際成功的能力，特別是在社會
互動中維持正向人際關係，表現出符合社會期待行為的能力（Rubin & Rose-Krasnor, 1992）。社會
能力的發展是兒童社會化過程中一項主要任務，若兒童早期的社會能力未得到順利發展，對其日後
社會心理發展及學業成就將造成負向影響（Girme et al., 2021）。近年來，諸多研究發現，長期被拒
絕的兒童更具攻擊性、破壞性及適應困難（Jones et al., 2011），且有成為問題少年的風險（Menting 
et al., 2011）。相反地，受歡迎的兒童具有較佳的人際互動、正向情緒、良好的人格及社會環境適
應能力（謝育伶、陳若琳，2008）。
基於社會能力對兒童身心發展及後期的社會適應的重要意義，是以，有眾多的學者投入此議題

的研究，其中有研究發現，社會能力受諸多的因素所影響。在社會能力與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中，
有學者關注單一因素者，如從兒童與父母的依附關係（Fernandes et al., 2020）；也有研究從二因素
者：如母親教養行為與兒童行為調節（謝育伶、陳若琳，2008）、或氣質與兄弟姊妹之關係（Qian 
et al., 2022）；甚至有研究考慮到三個因素：如父母的互動、教養與依附（Neppl et al., 2019）。顯
然，影響兒童社會能力發展的因素眾多，若要對個體發展的全面性和複雜性進行解釋，無法僅依賴
單一因素或局部視角。每個個體的發展都是一個動態、多維度和互動的過程，涉及到身心發展、社
會環境、生物特性等多重要素的交織和影響。因而，對個體發展的理解應該考慮並整合各種影響因
素，以捕捉其真實的多樣性和複雜性（Napolitano et al., 2021）。因此，整體性的研究更有可能揭示
其全貌（Beauchamp, 2017），如 Beauchamp與 Anderson（2010）二人提出社會—認知整合能力模
型（socio-cognitive integration of abilities model, SOCIAL），該模型將影響社會能力的多種因素整合
在一個框架內，Napolitano等人（2021）也認同此模型有助於了解影響社會能力的因素。Tuerk等人
（2021）曾以 SOCIAL模型進行實徵研究，他們將影響因素分為：個體的內部、外部（如家庭環境）
和認知等三類因素來預測兒童社會能力。這三類因素被依次納入了階層迴歸方程式，結果顯示，這
三類都有預測力，且認知因素的解釋力高於內部與外部因素。
另外，四歲這一時期被視為兒童社會能力發展的重要階段（Denham et al., 2012）。Denham等

人（2012）的研究表明，這一階段的兒童經歷著認知、情感和社會行為等方面的劇變，並且隨著語
言能力的不斷進步，對他人情感和觀點的理解能力大幅提升，能更有效地表達自我，並進行複雜的
社會交流，其同理心和利社會行為也在此階段顯著發展。此外，四歲兒童從家庭到幼兒園，接觸到
更為廣泛和複雜的社會環境，他們在這個階段通過合作遊戲學習社會規範，參與社會互動，這為觀
察和評估兒童社會能力提供了豐富的機會（Rubin et al., 1998）。重要的是，對四歲兒童進行早期的
社會能力介入，不僅有助於及早識別和應對可能出現的挑戰，同時也能促進他們的社會發展，並預
防未來可能遇到的困難（Thompson et al., 2008）。因此，對於這一年齡組的研究，將有助於研究人
員深入理解兒童社會能力發展的機制和過程。
就上所述，在探究兒童社會能力的影響因素時，需要進行整體性的研究。目前，在臺灣尚未有

研究採用此種方法進行探究。基於此，本研究以「SOCIAL」模型為基礎，以四歲幼兒為研究對象，
全面比較影響兒童社會能力的各種因素的解釋力。所得的結果，除可深入瞭解對兒童社會能力有哪
些因素具有解釋力外，也可以提供家庭與教育單位參考，以提升兒童社會能力之發展。

文獻探討

（一）社會能力的涵義

社會能力的定義因取向（approach）不同而有所差異，Rose-Krasnor（1997）指出可從四種取向
來定義社會能力：一是社會技能取向，指社會能力是指兒童擁有一套理想的社會技能；二是同儕地
位取向，指在同儕之間受歡迎的程度，可採用社會測量技術（sociometric technique），來評價兒童
被同儕接納的程度，此一測量技術要求兒童提名喜歡和不喜歡的同儕，根據受歡迎、被拒絕、有爭
議（指同一個體被人歡迎與拒絕同時存在）、被忽視（指名字很少出現或根本沒有出現）以及一般
地位（喜歡和不喜歡的同儕提名均等）等五種等級，對朋友進行評等；三是關係取向，指社會能力
是個體的人際關係良窳，此觀點著重在個體與夥伴之間的互動技能，若能與夥伴互動，表示具有良
好的社會關係；四是功能取向，此取向是整合社會技能的多元的成分，並聚焦於社會行為的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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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指社會能力就是在社會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獲得有效的結果。
就以上四種取向，社會能力包含社會技能、溝通與人際溝通（Semrud-Clikeman, 2007）。不論

從哪一種取向，社會技能是社會能力的核心要素，而社會技能的成分眾多，如 Argyle（2019）整
合社會技能計有：主動、鼓勵或增強（rewardingness/reinforcement，指鼓勵他人的技巧）、非語言
溝通、口頭溝通、同理心、合作、關懷他人、認知（cognition，指朋友關係破裂下，為讓關係不惡
化，則要知道處理方法，如不忌妒、不批評朋友、信守承諾、忠誠）、解決問題、自我表現（self-
presentation，指知道在何種情況下，該如何與人互動，也讓別人知道如何回應）等技能。然社會
技能眾多，在不同的實徵研究中，則各選用不同的社會技能，如 Pakarinen等人（2020）測量六歲
小孩的社會能力，選用合作、同理心、破壞性（如與同儕爭辯與吵架）與衝動等技能。Lindsey與
Berks（2019）則採用利社會行為、攻擊與退縮等三種；Chau等人（2022）針對 4至 5歲的兒童的
研究則採用合作、溝通與自我控制等三種；Maleki等人（2019）採用合作、主動與自我控制等三種。
Lanciano等人（2017）則採用獨立、合群（幫助、合作、分享）、順從等三種；Milligan等人（2017）
則指出有獨立、主動、合群、順從等四種。
至於臺灣兒童社會能力的研究有以獨立性、主動性、合群性與順從性等四種能力作為社會能力

的層面，例如程景琳等人（2016）研究學齡前嬰幼兒之社會情緒能力與嬰幼兒語言能力及父母教
養之關聯；黃淑滿等人（2023）研究獨生與有手足幼兒社會能力成長軌跡與其同儕影響。另外，
Lanciano等人（2017）與Milligan等人（2017）也是採用此四個層面來調查社會能力。而本研究是
採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 Care, KIT）的次級資料，該資料庫的問卷也採用這四個層面，是以本研究將社會能力定義為：兒
童在不同脈絡的社會互動中維持正向人際關係，表現出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以及獲得人際成功的能
力，具體表現在獨 性、主動性、合群性與順從性等層面，四層面的分數越高，表示社會能力也越高。

（二）SOCIAL 模型

1. SOCIAL 模型內涵

由於很少從整合學科的觀點來比較影響社會能力的因素，因此，Beauchamp與Anderson（2010）
提出 SOCIAL模型，該模型結合了社會功能（注意力／執行功能、溝通）的生物學基礎和社會認知
技能，以及介導這些技能的內部和外部（環境）因素。二人所提的因素細分如下：

（1）介導因素。介導因素（mediating factor）再分二種，一是內與外部因素：內部因素涵蓋了個體
自身的獨特特質和能力，包括氣質、人格特質、動機以及生理特徵（physical attributes，如外觀、身
體協調性等）。這些因素共同塑造個體如何在各種社會情境中與他人進行交往和互動；外部因素則
是指那些來自個體所處環境的影響，如家庭環境、學校文化以及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等，具體的
說，就是有關家庭的親職參與、功能、價值觀、態度、需求、期待、資源與機會。這些因素都會對
個體的社會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第二種介導因素涉及大腦的發育與完整性。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行
為層面和神經層面之間的密切聯繫合作，共同形塑了一個高效運作的社會功能系統。

（2）認知功能因素。認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指的是認知和情感因素：注意力／執行功能、
溝通和社會情緒等認知。這些因素與神經反應互相影響，聯合形成一個富有社會功能的完整體系。
幾乎每個功能都和大腦結構都有關，但 SOCIAL則聚焦於認知功能，以及直接參與社會資訊處理的
知覺過程，此過程可評估和賦予基本感官資訊（例如視覺，聽覺和觸覺體驗）意義，這通常是與他
人建立社會關係或互動的第一步。

就以上的分析，SOCIAL融合個體內、外部和認知功能等因素，以全面地闡釋其對兒童社會能
力之影響。如Napolitano等人（2021）指出一個人的成功發展是多因果關係的，不論在生物、心理、
社會還是歷史層面，沒有一個因素能保證一個人的發展成功。由於該模型較全面的囊括了影響兒童
社會能力之因素，甚具有參考價值，是以本研究以此模行為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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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CIAL 模型與 KIT 變量之契合度

本研究以 SOCIAL為架構，採用 KIT之次級資料來驗證，因此，比對 KIT與 SOCIAL二者的
契合程度。分析如下：

（1）外部因素契合度。SOCIAL的外部因素上，指外在環境，如家庭、社會與經濟地位或文化、
親職參與、功能、價值觀、態度、需求、期待、資源與機會。在 KIT中，能對應者有家庭環境、華
人特質教養、生活常規訓練、親職參與。但是生活常規訓練在 KIT中，其問卷題目共有二題：「我
在戒孩子吸奶嘴時，應該採取強硬的立場（或做法）」、「我應該對孩子進行嚴格的大小便訓練」，
本研究是以四歲幼兒為對象，仍在吸奶嘴者較少，因為，臺灣幼兒在 1.5至 2歲是最佳的戒奶嘴時
間（陳萱蘋，2017），就四歲兒童而言，戒奶嘴的問題小，因此，生活常規訓練不納入分析。

（2）內部因素契合度。在 SOCIAL的內部因素指的是氣質、人格、動機或生理特徵，在 KIT中，
可對應內部因素有氣質，但缺少人格、動機的數據。另外，KIT中，有身體動作發展的數據，分粗
大動作與精細動作等二種，此等關係到運動協調，因此，以此來對應 SOCIAL中的生理特徵因素；
在大腦發育和完整性上，在KIT中，沒有調查大腦發育和完整性方面的資料，因此，不納入本研究。

（3）認知功能契合度。在認知功能上，SOCIAL中，指的是注意力／執行功能、溝通和社會情緒
等方面的認知。在 KIT中，可對應者有記憶力與注意力／執行功能；溝通能力，包括語言和非語言
的表達方式，對兒童的社會互動至關重要。擁有出色語言能力的兒童能更有效地傳達情感訊息，進
一步促進高品質的社會交流（Mostow et al., 2002）。在KIT中，沒有溝通的數據，但有語言發展（包
含語言理解、語言表達、讀寫萌發等層面），語言是一種關鍵的溝通、交流工具，它使我們能夠表
達思想、感情和需求，因此，以語言發展來對應。至於社會情緒的認知，在 KIT中，有安全依附、
情緒能力（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理解、情緒調節）、退縮行為、攻擊行為、害羞、恥感（shame）
等來對應。

（三）影響社會能力之因素 

KIT資料庫中將所有的變量再歸類為：家庭、社會情緒、身體動作發展、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
等五領域，依此加以梳理與社會能力的關聯：

1. 家庭領域與兒童社會能力的關聯

家庭領域在 KIT中再分為家庭環境、華人特質教養與親職 與等三個變量：

（1）家庭環境影響兒童社會能力。家庭環境是指父母在家庭中提供兒童之刺激與支援（Bradley 
et al., 1989），由環境多樣、學習材料、學習刺激、父母回應與條件式管教等五層面的得分來判
斷高低（張鑑如，2019）。自一出生，兒童的社會能力受家庭環境的影響（Cregenzán-Royo et al., 
2022），若是家庭環境不佳，如缺少溫暖的回應，將導致社會能力表現差（Zhou et al., 2002）。
就家庭投資模型（family investment model）理論來看，若是投入時間與金錢於改進家庭之學

習設備，除可增進孩子的學習外（Yeung et al., 2002），也可以增進社會能力的發展（Conger & 
Donnellan, 2007）。Xie等人（2022）以 0至 8歲的兒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環境（分
為教養態度、教養責任與學習環境等三層面）在家庭結構（分傳統與現代家庭二種）與社會能力（分
為順從與自動二層面）間具有中介效果。他們在結論中建議：主要照顧者若能為兒童講故事、買書，
或利用玩具或遊戲等具有刺激和支援性家庭環境，則可以促進子女的社會能力發展。

（2）華人特質教養影響兒童社會能力。華人特質的教養風格常常強調對子女的指導和管教。這包
含了對子女行為的謹慎監督，以及對於學習和個人發展的高期待（Chao, 1994），表現在管、教、
成就期待（張鑑如，2019）。「華人特質教養」中的「華人」二字蘊含著中華文化，也就是教養行
為受中華文化影響。如劉慈惠（2001）指出父母在培育兒童的過程中主要的傾向有二：一是受到傳
統士大夫觀念的影響，家長認為學業成就是孩子未來邁向成功的重要指標，所以孩子的學習是由父
母來決定，在教養過程中會以塑造者的角色來主導孩子的學習。二是受到西方社會以孩子為中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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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影響，此類父母通常看重孩子情緒與心理需求。華人家長所抱持傳統或現代價值信念二者並
非相斥，而是優先次序與比重不同。而馮燕等人（2013）也指出中、西在家庭教養觀念和行為上差
異大，舉例來說，權威（authoritarian）的教養方式對西方的子女有不良的發展，但在亞洲家庭中，
卻不盡然會導致不良發展。

另外，陳美姿與周麗端（2020）以 3歲兒童為研究對象，發現臺灣的父母對子女不再持有強
烈的望子成龍女成鳳的觀念，且社經地位愈高的父母，管及成就期待愈傾向不嚴格。而 Chen與 
French（2008）二人也指出傳統華人認為 4至 6 歲前的兒童年幼無知，所以採用高度寬容的教養方
式，然兒童的社會能力如合群性、害羞—抑制、合作—順從和侵略—蔑視，以及社會關係的品質和
功能都受文化規範和價值觀的影響，因而表現出特定的社會行為。

（3）親職參與影響兒童社會能力。在家庭或學校情境中，父母都使用各種方法來幫助子女學習
（Epstein, 2013），所以親職參與是指父母參與的子女的事務或活動，例如育兒勞務、規範行為及
親子互動等（李宇雯、張鑑如，2022）。親職參與影響兒童社會能力，如 Luecken等人（2013）的
論點：儘管許多因素影響社會能力的發展，但親子互動關係的作用特別強大，因為在父母的監控下，
讓兒童能盡快適應社會技能發展，例如，父母糾正了社會上不可接受的行為，並説明如何應對衝突，
甚至父母也在示範社會技能。

親職參與會影響兒童社會能力，就 Bronfenbrenner（1979）生態系統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來看，此系統闡明了兒童與環境的互動是由內而外的過程。此系統再分為為五個子系統，
分別為：微觀系統（microsystem）、中介系統（mesosystem）、外在系統（exosystem）、宏觀系統
（macrosystem）與時間系統（chronosystem）。其中的微觀系統是指孩子直接接觸的環境，如父母、
兄弟姐妹、老師和同學。在此系統中，互動是雙向的，即兒童可以受到環境中他人的影響，也能夠
改變他人的信念和行為。若與父母有很強的互動，對兒童有正向的影響。所以，此系統內的互動對
於促進和支援孩子的發展至關重要（Guy-Evans, 2023）。再者，兒童最早的學習場所是家庭，尤其
是父母親，這如 Barger等人（2019）的研究發現：親職參與和社會能力（包含利社會溝通與合作二
層面）之間有正向關聯。

2. 社會情緒領域彼此的關聯

在 KIT中，社會情緒領域再分為：氣質、安全依附、情緒能力、社會能力、退縮行為、攻擊行

為、害羞、恥感等 8個變量。在此分別論述氣質等 7個變量與社會能力的關聯：

（1）氣質影響兒童社會能力。氣質是指個體在面對外在環境刺激時，其行為反應方式的差異（王
珮玲，2011），而 Cloninger等人（2019）指出氣質可分為外放性、奮力控制性與負向情緒性三種
氣質。一些實徵研究的結果顯示：不同的氣質類型會影響社會能力，如Walker（2020）指出外向性
氣質主要特徵是合群性和正向情感，合群性者能增進社會能力。

至於奮力控制性氣質，如Mathieson與Banerjee（2010）二人探討了 2至 3歲兒童的奮力控制性，
負向情緒性與外放性等二氣質做為預測變量，結果發現：奮力控制能預測社會能力。這說明不同氣
質會影響社會能力，原因如 Posner與 Rothbart（2007）指出奮力控制能協助兒童管控注意力，進而
協助兒童聚焦於正向情緒，避免負向情緒，因此，奮力控制性氣質兒童在面對問題時，有較多的正
向選擇，如順從與同理心，所以奮力控制性兒童較能發展正向的適應行為和問題解決技巧（Eisenberg 
et al., 2003）。而研究結果如：高程度的負向情緒與焦慮症、憂鬱症有正向關聯（謝妮娜等人，
2018），而負向情緒高者其焦慮症狀也會較高，社會功能受損程度也較嚴重（Masi et al., 2000）。

（2）安全依附影響兒童社會能力。安全依附是指穩固的安全感（Mikulincer & Shaver, 2007），具
有安全依附的兒童當面臨威脅、不適或挑戰性情況時，能夠從照顧者那裡尋求支援和安慰（Walsh 
et al., 2019）。Youngblade與 Belsky（1992）指出安全的親子依附與更好的社會技能和更高品質的
童年友誼有關，而不良的依附會對孩子的社會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安全依附會影響兒童的社會能力，如陳若琳與涂妙如（2015）研究 4至 6歲兒童，採實驗法，
研究結果發現，安全依附和不安全依附類型的兒童在被評定的兒童社會能力和攻擊行為大多具有顯
著差異；Fernandes等人（2020）探索早期父子和母子依附關係對兒童後來的社會能力的影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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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 3歲兒童為研究對象，先評估在家的依附程度，在 5歲時，評估兒童在教室的社會能力。結果
表明：兒童對父母雙方的依附可增進社會能力。

（3）情緒能力影響兒童社會能力。情緒能力是指在個體與社會情境互動過程中，表現出情緒的自
我效能（Saarni, 2000），可從四個層面來評量兒童的情緒能力，分別為：情緒覺察、情緒理解與情
緒調節（林佳慧等人，2019）。Eisenberg等人（1998）認為兒童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彼此之間有密
切關聯，三人提出情緒社會化啟發模型（heuristic model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來說明二者
的關聯。在此模型中提到兒童的情緒經驗、情緒表達與情緒調節都會影響社會能力。

另外，在一項縱向研究中，Denham等人（2003）研究了 3至 4歲兒童的情緒能力（包括情緒
知識、情緒理解和情緒調節）對其後續在幼兒園階段的社會能力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情緒知
識、情緒理解和情緒調節的能力都會影響兒童後續的社會能力發展。

（4）退縮行為、攻擊行為、害羞、恥感影響兒童社會能力。退縮行為影響兒童社會能力上，因為
退縮的行為特徵現包含：沈默不語、較為消極、獨自行動、迴避、閃避等行為（郭靜晃，2013），
退縮導致兒童處於孤立狀態，人際溝通與互動不佳，情緒上較為焦慮與不快樂；心理上呈現較低的
自尊與自我概念，此等導致兒童在人際相處上的困難，進而影響日後的社會適應（鄭文媛、蔡美香，
2014）。總之，退縮使兒童患焦慮症的風險增加，特別是社會焦慮（social anxiety），因此，影響
社會能力（Chronis-Tuscano et al., 2018）。
在攻擊行為上，林奕學與陳若琳（2010）指出兒童的攻擊行為可分為二類，一是外顯攻擊行為，

是指透過生理的傷害或以言語威脅，以傷害他人，例如：打人、推擠、威脅要打人；二是關係攻擊
行為，是操弄友誼關係，以達到傷害他人，包括：不理對方、散佈謠言、排擠等行為。此等行為影
響到受歡迎的程度，而受歡迎的程度是兒童社會能力指標之一（程景琳，2010）。因為具有攻擊行
為的兒童與同儕拒絕具有高度相關性（Prinstein et al., 2001），會降低受到歡迎的程度（Cillessen & 
Borch, 2006）。
在害羞上，周泰安等人（2009）指出害羞是一種避免社交的傾向，而且無法適當地參與社會交

往的活動，可分為三大類行為：一是在人際情境中產生憂慮、恐懼、緊張不安的主觀經驗。此一經驗，
使個體對於遭受拒絕時表現出高度敏感，傾向於逃避人群，並盡量避免引起他人的注意。二是害羞
是一種抑制、沉默或社會逃避的行為形態，導致無法適當地參與社會交往的活動。三是害羞是一種
心理的症狀，具有社會焦慮和抑制、逃避等行為。可見害羞會影響社會能力，這如 Sette等人（2019）
研究四歲兒童，結果顯示：害羞可預測同儕關係的困難。
恥感，也被稱為羞愧感，是一種自我認識的情緒反應。它通常在我們認為自己的行為、態度或

狀態不符合社會的期待或規範時出現。例如在 KIT中的恥感問卷中的題目：「孩子做錯事時，會
覺得丟臉」（張鑑如，2019）。依據 Erikson（1963）的心理發展論，2至 3歲的幼兒處於在自治
與自律期，若是發展不順利則會感到羞恥與疑惑。在此階段，要自己照顧自己，若是不能自己穿衣
服，上廁所，要人揹着走，則容易被他人嘲笑，自己覺得羞恥，也產生對自己的疑惑（曾文星，
2004）。而 Budiarto與 Helmi（2021）進行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發現恥感與自尊有顯著的負
向關聯，顯示恥感高則自尊低，自尊低則影響社會能力。
整體言之，退縮行為、攻擊行為、害羞與恥感等會影響社會能力，如 Huber等人（2019）認為：

3至 6歲兒童的外化與內化問題行為與社會能力有關。而退縮行為、攻擊行為、害羞與恥感等四個
變量，屬於外化和內化問題行為。

3. 身體動作發展領域與兒童社會能力的關聯

身體動作發展領域再分為二變量：一是粗大動作，指穩定度和移位、身體協調，例如兒童會自
己跑一段距 ，而不會跌倒。二是精細動作，指抓握及手部操作、視動整合，例如兒童會自己逐頁
翻開紙張（張鑑如，2019）。
黃靄雯等人（2002）以3至4歲在發展性協調上有障礙兒童為樣本，採用「嬰幼兒綜合發展量表」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al Inventory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作為評估工具，做前、後測及追蹤。
結果發現：較會主動與他人互動，且能適當的向別人表達需求或想法（如：借我玩）的幼兒，對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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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依賴心也較低。因為發展性協調障礙是一種神經運動障礙，其中兒童的運動協調困難顯著干擾
日常活動。這些兒童通常難以掌握精細和／或粗大運動技能，進而限制了活動的能力，限制了與朋
友一起運動的機會，進而影響社會能力。

4. 語言發展領域與兒童社會能力的關聯

語言發展可從三個面向來說明：一是語言理解，即，瞭解詞彙與語法（Rogde et al., 2019），如
兒童能聽得懂簡單的口語指 ，並完成指 ；二是語言表達：是指使用單字、動詞和片語、詞形變化、
從句要素、輔助詞（Au et al., 2004），如兒童說出日常生活中用來形容人、事、物的詞彙；三是讀
寫萌發：指兒童自出生後到習得正式閱讀與寫作能力前的發展過程（Catts et al., 2001），如兒童能
看得懂或唸出簡單的字。

3歲是兒童認知技能發展的關鍵時期，並且語言和社會能力的關聯在此年產生重大的變化，因
為孩子們發展了融合和互惠的技能（integrated and reciprocal）（Barnett et al., 2012）。語言表達會
影響社會能力，如，女童較善於使用單詞和非語言手勢與他人有效交流，因此，在入小學後女童在
社會能力上也優於男童（Dunsmore et al., 2008）。另外，Huang等人（2022）調查了兒童語言是否
能中介母親教養行為和社會能力之關係，該研究採用德國國家教育小組所調查的幼兒的資料，資料
包含 26月齡的母親教養行為，26月齡語言能力及 38月齡的社會能力。結果發現：語言能力在母親
的教養行為和兒童社會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語言能力要具有中介效果的前提是：語言能力能顯
著預測或影響社會能力。

5. 認知發展領域與兒童社會能力的關聯

認知發展領域再分為記憶能力與執行功能二個變量：
記憶能力是保留資訊並將其用於適應性目的（adaptive purpose）的能力（Foster et al.,1995），

記憶能力在個體社會能力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記憶能力讓兒童回顧並儲存過去的學習與經驗，並
在未來的社會互動中運用這些知識（Perner et al., 2010）。例如，「社會記憶」是記憶的一種形式，
這涉及對社會資訊（如面孔、名稱和社交規則）的記錄，記憶他人的面孔和名字可以在日後的交往
中幫助兒童識別他人，而瞭解和記住社交規則可以讓兒童在社交場合中更加適應並遵守規範，諸如
此類有助於促進對於社會能力的發展（Hala et al., 2005）。然而，記憶能力的缺乏可能會導致社會
能力的問題。例如，一些研究發現，有工作記憶困難的兒童常常在社會交往中遇到挑戰，因為他們
難以記住和理解他人的行為和意圖（Alloway & Alloway, 2010）。
執行功能是社會功能的核心，與高階認知過程有關的各種能力的總稱，包括注意控制、自我調

節，反應抑制，自我監測、注意控制、認知彈性（如工作記憶、注意力轉移、概念轉移）與目標設
定（Anderson, 2002）。Caporaso等人（2019）的研究發現：執行功能上獲得高分的 4至 5歲兒童
在社會交往，社會合作和社會獨立性上也獲得高分，因為兒童表現出更高的遵循指示的能力，改善
以友誼為導向的行為，有自信地接受他人的回應。是以，執行功能會增進社會能力。
就以上所述，影響社會能力的因素眾多，可以 SOCIAL模型為架構，對影響因素做一整體性的

分析。在國外，有 Tuerk等人（2021）以 SOCIAL為架構，請 103名兒童的父母接受問卷調查，兒
童接受了執行功能，溝通技能和社會認知的神經心理學評估。就所得的數據，進行階層迴歸分析。
階層回歸分析分成內部、外部與認知因素等三個模型，依序投入方程式。結果證實三個因素都能都
顯著預測社會能力，且影響因素中，以低負向情緒性氣質、高執行功能和非語言溝通分數高的兒童
具有較好的社會能力。此一研究採整體性比較社會能力之解釋力對本研究具有參考價值。由於 KIT 
48月齡所調查的資料中，計有：認知發展（含記憶能力與執行功能）、家庭（含家庭環境、華人特
質教養、親職參與）、語言發展、社會情緒發展（含氣質、安全依附、情緒能力、社會能力、退縮
行為、攻擊行為、害羞、恥感）與身體動作發展（粗大動作與 細動作）等五大領域的數據，可契
合 SOCIAL模型中所提的內部、外部與認知等三種因素，因此，本研究參考此架構，採用 KIT中
48月齡的變量，探討哪些變量對社會能力具有解釋力。
再者，同樣利用 KIT次級資料，研究社會能力者有三：一是黃淑滿等人（2023）利用幼兒 36、

48和 60月齡的縱貫性資料，考驗幼兒「手足之有無」以及「同儕之有無」對幼兒社會能力潛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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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latent growth model）的影響。二是崔新玲等人（2022）研究幼兒執行功能、社會能力與情緒能
力之關係之中介效果，依據文獻分析的結果提出二條假設，一是幼兒的情緒能力在執行功能與社會
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二是幼兒的社會能力在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考驗結果
二條假設都獲支持。三是黃詩媛等人（2022）以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對新住民幼兒及本
地幼兒之認知能力、語言能力、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的影響，同樣採用中介效果的檢定，結果發現：
新住民幼兒與本地幼兒可透過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及學習刺激的中介對語言、社會、情緒能力產生
間接影響。此三篇研究，一是著重在時間因素下，手足之有無以及同儕之有無對幼兒社會能力潛在
成長的影響，另二篇著重在中介效果的檢驗，社會能力都當作內衍變量（依變量）。而本研究著重
在比較記憶能力、執行功能、家庭環境、華人特質教養、親職參與、語言發展、氣質、安全依附、
情緒能力、退縮行為、攻擊行為、害羞、恥感、粗大動作與精細動作等因素對社會能力的解釋力。
由於影響社會能力的因素中眾多，然在臺灣尚未有比較解釋力高低之研究。是以，利用 KIT資

料庫，以 SOCIAL模型為架構，可突顯本研究之價值。再者，社會能力發展是幼兒時期的主要發展
任務，社會能力越高，可降低內、外化行為（Huber et al., 2019），本研究之結果將發現何者對社會
能力解釋力最大，據此，建議行政單位、家庭或幼兒園應針對解釋力最大者，採取適當的措施，以
增進幼兒的社會能力。

方法

（一）研究樣本

KIT所釋出的 48月齡（N = 2,031）資料是兒童的家長或主要照顧者來接受訪談所得（張鑑如，
2021）。從中選 100人作為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剩下 1,931人因
有遺漏值（missing value），本研究採用整列刪除法（listwise deletion），即在變量中任何一題有遺漏，
則刪除該樣本，結果共刪除 63人。之後，再刪除「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兒童與父母親之一是外籍
配偶者共 23人。最後，有效樣本剩 1,845人，就背景變量來看：在性別上，男童 929人（50.4%），
女童 916人（49.6%）；在父親教育程度上，國中以下 138人（11.5%），高中職 502人（27.2%），
專科 280人（15.2%），大學／二技 615人（33.3%），碩士以上 310人（16.8%）；在母親教育程度上，
國中以下 121人（6.5%），高中職 466人（25.3%），專科 292人（15.8%），大學／二技 760人
（41.2%），碩士及以上 206人（11.2%）。

（二）研究工具    

KIT資料庫是利用家長、親友和教保等三方面的問卷， 蒐集臺灣 36至 72 月齡兒童的發展和家
庭、教保照護環境等方面的資料。問卷的編製是透過專家審查、認知訪談及多次初試、預試，確定
全國正式研究問卷內容（張鑑如，2019）。若能運用大型資料庫的資料來進行相關研究，並與國外
研究相互對照，有其意義和價值（梅琇雯、林秀錦，2022）。
本研究選取 KIT中 48月齡兒童的數據，共採用認知發展、語言發展、社會情緒發展與家庭等

領域的數據。在數據上，首先，對遺漏值以平均數來取代。其次，各領域各包含不同的變量，由於
原始量表發展是經過嚴謹的過程，如透過專家審閱、認知訪談及以 280位超過 2歲而未滿 7歲之兒
童為預試樣本，因此，具有內容效度與信度。然本研究單以 48月齡兒童為研究對象，是以重新預試，
以符合該年齡的兒童。再者，原始量表都已有明確的因素（層面），可直接進行 CFA。所以，從總
樣本中選取 100人，且以適用小樣本（30至 100人）的 PLS-CFA來分析。
在 CFA時，發現部分的題目之因素負荷量（λ）太低的情形，Hair等人（2014/2016）建議若是

λ太低導致影響信、效度之題目，則可刪除介於 .40至 .70的題目。例如記憶力問卷第一次CFA時，
發現有，如「孩子能完整且正確地從 1 唸到 100， 遺漏任何數字」（λ = .39），導致平均變異萃取
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41（標準值 ≧ .50）。依此建議，共刪除 6題，剩下 11題。
其他問卷也都比照之。
分析結果：除社會情緒發展領域中的害羞與恥感的 λ為 1.00，因此二變量都是單一題目，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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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變異數。其他觀察指標的λ介於 .79至 .95（標準值 .50至 .95）； AVE是 .50至 1.00（標準
值 ≧ .50）；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則介於 .79至 1.00（標準值 ≧ .60）；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DV）上，Fornell與 Larcker（1981）的主張：只要變量的 AVE平方根大於與
其他變量的相關，即表示具有區別效度。就此四項標準，家庭等 5個領域的問卷都具有可接受的信、
效度（見附錄 1）。  

（三）假設模型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旨在比較不同變量對社會能力的解釋力，因此，提出假設模型（見圖 1），此模型計
有 14個變量。就複雜模型此點，符合使用 PLS-SEM（partial least squares SEM）統計軟體的理由
（Henseler et al., 2015）。再者，Afthanorhan（2013）指出以變異數為基礎的 PLS-SEM，除可處理
非常態分配的資料外，由於辨識問題已經克服，每個潛在變量少於三個觀察指標可以繼續進行分析，
如圖 1中的記憶力、恥感、攻擊行為、退縮行為以及安全控制等五個潛在變項只有一個觀察指標，
而親職參與此一外衍變量有二個觀察指標，是以，採用 PLS-SEM來執行分析。
在 PLS-SEM上，可從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來判斷適切性（Hair et al., 2014/2016）。測量模型之

適切性指標有四：一是 CR（標準值 ≧ .60），二是 AVE（標準值 ≧ .50），三是觀察指標的λ值，
最好是 .71以上，若是刪除介於 .40至 .70之間的值觀察指標，而能提升 CR與 AVE至標準值以上，
則刪之。第四是 DV，本研究採用，Fornell與 Larcker（1981）的主張：即某一變量的 AVE平方根
大於與其他變量的相關，即表示具有區別效度。
至於結構模型是否適切，Hair等人（2014/2016）指出以共變數為基礎的 SEM之適切性指標，

如 χ2值（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最小適配度函數卡方值）、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漸近殘差均力和平方根）、GFI（goodness of fit index，適配度指標值）等不
適用於以變異數為基礎的 PLS-SEM，因它著重在解釋力，是以，結構模型之適切性可從四項指標
來看：一是共線性（collinearity）：以變異數膨脹係數（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 5.00為標準，
二是決定係數（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以 .25、 .50與 .75為決斷點，分為低、中、高等
三種程度的解釋力，三是效果值（f2），以 Cohen（1992）所提的 .02、 .15、 .35等為決斷點，分為
低、中、高三種效果，四是預測相關性（predictive relevance, Q2），只要 Q2大於 0，表示該徑路與
該構念具有預測相關性。

圖 1
假設模型

 



教 育 心 理 學 報382

結果與討論

（一）單一變量與社會能力的關聯    

先逐一分析單一外衍變量與社會能力的關聯，確認二者有顯著的關聯後，進一步的將有顯著關
聯的變量同置於一個 SEM模型中，進行解釋力的比較。
單一外衍變量分別與社會能力關聯考驗的結果顯示：記憶能力（β = .57）、執行功能（β = 

.65）、家庭環境（β = .53）、親職參與（β = .22）、語言發展（β = .62）、氣質（β = .65）、安全依附（β 
= .53）、情緒能力（β = .71）、退縮行為（β = - .22）、攻擊行為（β = - .25）、恥感（β = .47）、
粗大動作（β = .47）、精細動作（β = .51），此等 β值都達顯著水準（p < .001），而華人特質教養（β 
= .13）與害羞（β = .08）則未達顯著（p > .05），因此，此二變量不納入比較。

（二）外衍變量對社會能力解釋力之比較

在上一步驟中，將與社會能力有顯著關聯的記憶能 等 14個變量同置於一個 SEM模型中（稱
為初始模型），以比較外衍變量間的解釋力。

1. 初始模型適切度

初始模型第一次分析時，有些觀察指標之 λ太低（見圖 2），影響模型的適切度，例如，家庭
環境中的「條件式管教」（λ = .19），不符合 .50至 .95之標準。另外，氣質中的「負向情緒性氣質」
（λ = .14），導致氣質的 AVE = .44。從此二條 λ與 AVE來看，初始模型的測量模型欠佳。
依據 Hair等人（2014/2016）的建議，可刪除 λ介於 .40至 .70之間的觀察指標，以提高模型之

適切度時。刪除後，稱之為修正模型，並再次執行分析。

圖 2
初始模型分析結果

2. 修正模型適切度檢驗

修正模型的測量模型適切度上，家庭環境等 14個變量的觀察指標之 λ介於 .69至 1.00（變量只
有單一觀察指標者，沒有變異數，所以 λ = 1.00），觀察指標都符合 .50至 .95之間的標準。變量的



影響兒童社會能力因素之解釋力 383

CR介於 .73至1.00，符合 ≧ .60以上的標準。AVE介於 .58至1.00，都符合 ≧ .50以上的標準；DV上，
變量的AVE平方根都大於與其他變量的相關之值，符合依據 Fornell與 Larcker（1981）所提的標準，
即具有區別效度。從 λ、CR、AVE、DV等四項數據，其他都符合標準，表示測量模型佳。
至於結構模型的適切度，依據 Hair等人（2014/2016）的建議來判斷，首先是共線性，外衍變

量對社會能力的VIF介於 1.08至 3.31之間，以攻擊行為最小，情緒能力最大，符合 ≦ 5.00的標準。
其次是 R2，其值是 .66，以 .25（低）、.50（中）與 .75（高）來判斷，屬於中效果。第三是 f2，其
值介於 .00至 .11之間（各外衍變量的 f2請見下面表 1），以 Cohen（1992）所提的 .02（低）、 .15
（中）、 .35（高）之標準，所有外衍變量對社會能力的效果值介於低至中等程度之間，主要是有
些外衍變量在模型中的 β值不顯著，表示解釋力低。最後是 Q2，其值是 .33，大於標準值 0，表示
該徑路與該構念具有預測相關性。就此四項標準來看，除部分外衍變量的 f2不符合標準外，VIF、
R2與 Q2都符合標準。整體言之，結構模型可接受。
從測量與結構模型之適切來看，修正模型之適切度可接受，因此，進一步的比較解釋力之大小。

解釋力之大小可從 β與ΔR2（R2的改變量）來論斷，二值越大越有解釋力（張紹勳，2021）。為
瞭解每一個外衍變量的ΔR2，在修正模型中刪除該外衍變量後，執行分析，所得到的 R2減未刪除
該變量的 R2（= .655）。至於ΔR2此值是否具有效果量，用 f2來檢定之。
從表 1來看，在 β上，語言發展（β = .05）、安全依附（β = .04）、恥感（β = - .03）、粗大動

作（β = .02）、親職參與 （β = .01）、記憶力（β = - .01）等徑路係數都未達顯著（p > .05），其
ΔR2介於 .000至 .011之間，可見此等外衍變量對社會能力沒有顯著的解釋力。至於有顯著解釋力
（p < .001）的變量有：退縮行為（β = - .10）、攻擊行為（β = - .06）、家庭環境 （β = .08）、精細
動作（β = .09）、執行功能（β = .19）、氣質（β = .19）、情緒能力（β = .36），其ΔR2介於 .003
至 .039之間。以情緒能力最大，氣質次之，ΔR2越大其效果值 f2也越大。

表 1 
排除該外衍變量後對社會能力徑路係數的變化與效果值
排除的

外衍變量
β t p

95% CI
R2 ΔR2 f2

LL UL
語言發展 .05 1.99       .05  .00  .11 .654 .001 .00
安全依附 .04 1.71       .09 -.01  .07 .654 .001 .00
恥感 -.03 1.49       .14 -.07  .01 .654 .001 .00
粗大動作 .02 1.22       .22 -.01  .06 .655 .000 .00
親職參與 .01 0.81       .42 -.02  .04 .655 .000 .00
記憶力 -.01 0.53       .60 -.06  .04 .655 .000 .00
退縮行為 -.10 6.56 < .001 -.13 -.07 .646 .009 .03
攻擊行為 -.06 3.53 < .001 -.09 -.03 .652 .003 .01
家庭環境 .08 4.55 < .001  .05  .12 .651 .004 .01
精細動作 .09 5.09 < .001  .06  .12 .650 .005 .02
執行功能 .19 9.00 < .001  .15  .23 .640 .015 .05
氣質 .19 8.98 < .001  .15  .23 .637 .018 .05
情緒能力 .36 13.42 < .001  .31  .41 .616 .039 .11
註：修正模型的總 R2 = .655，表中的 R2是排除該變量後，其他變量對社會能力的總解釋力，例如排除語言發展後，R2 
= .654，所以ΔR2 = .655 – .654 = .001。

（三）討論

首先，是用單一變量與社會能力自成一個模型，先確認兩個變量的模型上彼此具有顯著關聯，
結果發現華人特質教養與害羞未達顯著，因此，先排除此二變量，不納入模型中加以比較。華人特
質教養是指華人父母在管、教、成就期待、恥感的教養行為（張鑑如，2021），此等教養行為受中
華文化影響，Chen與 French（2008）二人指出社會關係的品質和功能都受文化規範和價值觀的影響。
但臺灣 48月齡兒童，在華人特質教養與社會能力沒有顯著關聯。如馮燕等人（2013）指出管教方
式涉及中西文化的差異，如權威式的教養方式對西方的子女有不良的發展，但在亞洲家庭中，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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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然會導致不良發展，而在 KIT資料庫中，華人特質教養變量中含有「管」此一層面，看此問卷的
題目有三「現在嚴厲的管教，孩子將來會感激我」、「我責罵或批評孩子，會讓孩子進步」、「孩
子不聽話時，應該被我處罰」，此三題可呼應馮燕等人（2013）的觀點，但考驗結果與她們的觀點
相異，而與邱獻輝等人（2013）的觀點較一致，他們認為：傳統華人認為 4至6 歲前的幼童年幼無知，
所以家長偏向採用高度寬容的教養方式。
至於害羞，本研究發現也與社會能力沒有顯著關聯。害羞是一種避免社交的傾向，而且無法適

當地參與社會交往的活動（周泰安等人，2009），Sette等人（2019）以 4歲的兒童為研究對象，徑
路分析的結果顯示，害羞可預測同儕關係的困難，即不利於社會能力，但本研究發現則沒有顯著關
聯。原因可能在於：在 KIT資料庫中，是用「遇到不熟悉的大人時，孩子會害羞」來測量害羞，可
能是單一題目受試者在此看法的差異不大所致，是以未來可採用相關量表，如採用趙麗華、王天苗
（2013）所編的學前兒童社會行為量表中的害羞之題目，來進行與社會能力之關聯上的探討。
其次，排除華人特質教養與害羞等二變量後，將記憶能力等 14個變量置於一個 SEM模型中，

稱為初始模型。在初始模型適切之檢驗中發現：家庭環境變量中的「條件式管教」與氣質變量中的
「負向情緒性氣質」等二觀察指標之 λ太低，影響模型的適切度，因此，刪除此二項觀察指標。條
件式管教是指：當孩子不聽話時，會責罵這孩子；或必要時，限制孩子的行動 管教他；或當孩子
行為失控時，會打孩子。至於負向情緒性氣質是指：孩子會怕黑或擔心有怪物出現；或孩子容易感
到挫折；或孩子想要抱或跟父母玩，而父母沒有回應時，孩子會生氣；或孩子容易生氣或發脾氣（張
鑑如，2019）。λ低表示與該變量的關係不高，因此，要刪除之，才能提高該變量的 CR與 AVE。
第三，從外衍變量對社會能力的徑路發現：情緒能力、氣質、家庭環境、精細動作、退縮行為、

攻擊行為與執行功能等 7個變量達顯著，而安全依附、粗大動作、語言發展、親職參與、恥感與記
憶力等 6個變量的解釋力未達顯著。顯示當 14個變量同在一個模型中時，後六者與社會能力的關
聯較低，並受前 7個變量的影響，導致未達顯著。此一發現令人意外，從文獻與過去的實徵結果都
顯示後六者都與社會能力有顯著關聯，例如語言發展，Mostow 等人（2002）指出具有良好語言能
力的孩子更能傳達情感資訊，有助於更高品質的互動，有助於社會能力，但是本研究發現卻未達顯
著，這可能是該研究是採用多元迴歸，不像 SEM模型，可將所有的變量置於同一模型，在彼此影
響後，可看出解釋力的高低。
第四，從 β值與ΔR2來判斷，7個變量對社會能力解釋例高低依序為：情緒能力、氣質、

執行功能、退縮行為、精細動作、家庭環境、攻擊行為，此一結果顯示情緒能力最有解釋力。
過去研究發現，兒童早期的情緒能力對其社會能力的發展並且最終對他們的社會適應具有潛在
的意義（Shaffer, 2009）。情緒能力包涵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理解與情緒調節（林佳慧等
人，2019），社會能力即在與別人保持積極關係的社會交往中實現個人目標的能力（Rubin et al., 
1998）。在人際互動中，兒童慢慢懂得了人們期望他們怎樣表達特定情緒，抑制或調節少量的不符
合社會期望的情緒，懂得了他人表達的情緒的意義，懂得了作為接受者應該怎樣對這些信號做出回
應，所有這一切是獲得良好人際關係所必須具備的能力。這如 Qayyum等人（2022）所言：情緒能
力可讓孩子在與他人互動中，感受他人的情緒等，若沒此能力的人會變成一座孤島。
本研究發現：執行功能對兒童社會能力的解釋力居次，執行功能包括注意控制（選擇性注意

和持續注意）、自我調節、反應抑制、自我監測、注意控制、認知彈性與目標設定（Anderson, 
2002），此等認知能力對社會能力具有影響力，如 Caporaso等人（2019）以 4至 5歲的兒童接受執
行功能測量，結果與社會能力之間都有正向關聯，因為執行功能高的兒童更有遵循指示的能力，能
改善以友誼為導向的行為，接受他人以及回應的自信，在合作和獨立性等表現也較佳，此認知行為
有助於提升社會能力。
至於氣質對社會能力的影響排名也是第二，本研究的氣質包含奮力控制性與外放性等二種

氣質。不同的氣質類型會影響兒童以後的社會能力，這一觀點已有諸多研究證實（Sanson et al., 
2004），如，Mathieson與 Banerjee（2010）二人探討了 2至 3歲兒童的奮力控制性，負向情緒性
與外放性等二氣質做為預測變量，結果發現：奮力控制能預測社會能力。以上研究是用多元迴歸來
分析，而本研究將氣質與情緒能力、執行功能、精細動作、退縮行為、家庭環境與攻擊行為一併比
較解釋力時，位居第三，顯示奮力控制性與外放性等二氣質對兒童的社會能力相當有影響力。原因
如奮力控制能協助個體管控注意力，注意力的控制進而協助兒童聚焦於正向情緒，避免負向思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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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ner & Rothbart, 2007），因有較多如順從與同理心等正向的選擇，因此，較能發展正向的適應
行為和問題解決技巧（Eisenberg et al., 2003）。至於外放性氣質孩子比較喜歡動態的活動（如：踢
球、 跑步）；面對新的活動時，會馬上參與；在熟人的聚會中，喜歡和不同的人一起玩（張鑑如，
2019），此等行為顯示擁有此氣質者甚於交際。以上二種氣質，這如外放性和奮力控制性氣質對負
面的社會互動是一種保護因子（Yavuz Müren et al., 2022）。
第五，退縮行為、精細動作、家庭環境、攻擊行為等四變量對社會能力都有顯著的解釋力，如

退縮行為，在個體面臨挫折或不安的情境時，為減低焦慮、維護自我安全，所採取的一種防衛性的
行為反應（王振德，2000），退縮行為增加兒童的社會焦慮，進而影響社會能力（Chronis-Tuscano 
et al., 2018）；又如家庭環境，人自一出生，兒童的社會能力受家庭環境的影響（Quinn & Hennessy, 
2010），若是投入時間與金錢，於改進家庭之學習設備，可以增進社會能力的發展（Conger & 
Donnellan, 2007）。
第六，本研究採用 Beauchamp與 Anderson（2010）提出的 SOCIAL為架構，該理論包含內、

外部與認知功能等因素。本研究也利用 KIT資料的次級資料中的家庭、社會情緒、身體動作發展、
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等五領域來對應之，發現彼此有相當大的契合度。但考驗的結果，發現在 KIT
中選用的 13個影響社會能力的變量中，只有 6個有顯著的影響力。此一研究結果說明西方理論全
盤移植臺灣是無法完全適用，因此，未來研究應發展適合臺灣兒童的 SOCIAL模型。
最後，任何研究都有其限制，本研究是以 48月齡為研究對象，因此，研究結果只能適用於 48

月齡，若要推論到其他月齡則須斟酌；又如每一變量的層面未必有共識，例如社會能力就過去相關
研究層面上沒有共識，本研究是以獨立性、主動性、合群性與順從性等四層面來代表社會能力，因
此，結果的推論也只適用於四種能力。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發現旨在比較影響兒童社會能力因素的解釋力，依據文獻提出假設模型，採用 PLS-SEM
來分析，歷經初始與修正模型的檢驗，結果發現有二：

1. 兒童的情緒能力對社會能力最具有解釋力

在修正模型中發現對社會能力解釋力大小依序為：情緒能力、氣質、執行功能、退縮行為、精
細動作、家庭環境、攻擊行為等 7個變量，以情緒能力最大，其次是執行功能與氣質，剩下的四個
變量的 β在 .10以下，雖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但不高。

2. 有安全依附等 6 個變量的解釋力未達顯著

在修正模型中發現：安全依附、粗大動作、語言發展、親職參與、恥感與記憶力等 6個變量的
解釋力未達顯著。從過去的文獻發現此 6個變量與兒童社會能力具有解釋力，但是本研究的發現則
與之相反，原因主要是統計方法不同，過去研究是採用多元迴歸，本研究採用 SEM模型，當所有
的變量置於同一模型，在彼此影響後，導致這 6個變量的解釋力降低。

（二）建議

1. 增加兒童的社會能力應優先關注和培養其情緒能力

本研究發現兒童的情緒能力對社會能力最有解釋力，因此，要增強兒童的社會能力應首重情緒
能力的培養，也就是多培養兒童的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理解與情緒調節等四種能力。而兒童
情緒能力的發展需要有教育環境的支援，需要建立良好同伴交往的管道，因此，建議創設有效的兒
童情绪學習的環境。可根據48月齡兒童情緒發展的特點，有目的的開展教育活動，例如教導如何「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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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自己常出現的複雜情緒」、「從事件脈絡中辨識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知道自己複雜情
緒出現的原因」（教育部，2017）。

2. 強化奮力控制性與外放性氣質

本研究發現氣質對社會能力的解釋力居次，可見其對社會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因此，要增
加兒童的社會能力應重視氣質的培養。而在本研究當中，氣質包含奮力控制性與外放性等二種氣質，
也就是說此二種氣質影響社會能力。為提升兒童的社會能力，有必要提升這二種氣質，因此，建議
父母應樹立親切、和諧的教養觀念和行 幫助兒童形成積極的奮力控制性與外放性氣質。

3. 注重兒童執行功能的培養

本研究發現執行功能對社會能力的解釋力與氣質並列第二位，因此，要增強兒童的社會能力也
須重視執行功能的培養，例如適時的提醒孩子，「自己的行為可能會影響其他人」、「放慢速度，
讓事情做得更好」、「將玩具或用過的物品放回原來固定存放的地方」、「要求孩子降低音量時，
能夠立刻降低音量並且至少維持數分鐘」（張鑑如，2019）。

4. 未來研究上可用領域來進行對社會能力解釋力之比較

本研究以 Beauchamp與 Anderson（2010）所提的 SOCIAL模型為基礎，根據文獻提出 13個對
兒童社會能力有影響力的變量，並提出假設模型，以 PLS-SEM來考驗。在 SOCIAL模型中，對影
響社會能力的變量再分為：個體的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和認知因素等三類，據此，本研究只以對應
此三類因素的變量來比較解釋力之大小，而在KIT資料庫中也分為家庭、社會情緒、身體動作發展、
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等五領域，此五大領域可對應 SOCIAL模型中的三類影響因素。且在 Tuerk等
人（2021）以 SOCIAL為架構的研究中，也比較此三類因素對社會能力的解釋力，因此，未來之研
究可選擇單一領域的因素，來進行對社會能力之解釋力比較，除避免 SEM之模型過於複雜外，也
可更深入的比較此一領域所含的變量對兒童社會能力的解釋力。
再者，安全依附、粗大動作、語言發展、親職參與、恥感與記憶力等 6個變量的不能直接預測

社會能力，可能是因為其會透過其他中介因素影響社會能力，所以，未來研究可視此等變量為外衍
變量，依據理論，建立中介假設模型，以找出對社會能力的中介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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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CFA結果摘要

領域、問卷與層面 λ CR AVE
DV

題目
(1) (2) (3) (4) (5)

一、認知發展領域

1. 記憶能力問卷  .65– .84  .92 .53 單一層面
孩子能夠正確講出媽媽或爸爸的

名字

2. 執行功能問卷  .58– .84  .88 .54 單一層面
在提醒的狀況下，孩子能夠放慢

速度，讓事情做得更好

二、家庭領域

1. 家庭環境問卷

（1）學習材料層面  .72– .89  .91 .67 .82
我讓這孩子玩抱枕、絨布玩具或

家家酒的物

（2）學習刺激層面  .68– .82  .88 .60 .66 .77 我讓這孩子學習認識數字

（3）條件式管教層面  .90– .93  .92 .85 .30 .36 .92 當孩子不聽話時，我責罵這孩

（4）父母回應層面  .84– .88  .89 .73 .55 .48 .25 .85 我做事的時候，也會和這孩子說

（5）環境多樣層面  .69– .80  .82 .54 .50 .48 .26 .39 .73 我帶這孩子去書店或圖書館

2. 華人特質教養問卷

（1）管層面  .53– .86  .79 .57 .85
我責罵或批評孩子，會讓孩子進

步

（2）教層面  .88– .92  .90 .81 .43 .85
我與孩子說話時，孩子應該專心

的看著我

（3）成就期待層面  .84– .85  .84 .72 .16 .20 .90
我應該要求孩子好還要更好，使

他進步

（4）恥感層面  .85– .85  .84 .73 .26 .47 .35 .75
我應該為孩子在外面沒規矩而感

到丟臉

3. 親職參與問卷

（1）父親參與層面  .87– .91  .95 .80 .89 教這孩子生活常規

（2）母親參與層面  .85– .95  .96 .86 .30 .91 教這孩子生活常規

三、語言發展領域

語言發展問卷

（1）語言表達層面  .69– .92  .94 .65 .80
孩子能自己說出日常生活中用來

形容人、事、物的詞彙，例如：

「冰冰的水」

（2）語言理解層面  .58– .90  .82 .61 .73 .78
孩子能聽得懂別人說的簡單笑話

或雙關語，例如：年年有「餘」

（3）讀寫萌發層面  .68– .83  .85 .55 .59 .57 .74
孩子看書時，知道文字要從哪裡

開始讀起，例如：由左至右或由

上至下

四、社會情緒發展領域

1. 氣質問卷

（1）外放性氣質層面  .71– .79  .80 .57 .76
面對新的活動時，孩子會馬上參

與

（2）奮力控制氣質層面  .67– .76  .81 .51 .23 .71
孩子玩喜歡的玩具或活動時，會

很投入且持續玩一陣子

（3）負向情緒性氣質層面  .71– .85  .87 .62 .38 .16 .79 孩子會怕黑或擔心有怪物出現

2. 安全依附問卷  .66– .83  .84 .56 單一層面
見到我進門時，孩子馬上顯得很

高興，會笑或跟我打招呼

3. 情緒能力問卷

（1）情緒覺察層面  .65– .84  .79 .55 .82 
孩子看到我對他生氣的表情時，

會變得安

（2）情緒表達層面  .77– .84  .86 .67 .62 .74 孩子會和家人討論令他害怕的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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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問卷與層面 λ CR AVE
DV

題目
(1) (2) (3) (4) (5)

（3）情緒理解層面  .68– .82  .88 .60 .33 .38 .76 
面對陌生的人物或環境，孩子會

看我的表情反應，來決定自己的

行為。

（4）情緒調節層面  .66– .84  .84 .57 .66 .69 .48 .77
孩子遇到挫折或困難時，能恢復

平穩的心情

4. 社會能力問卷

（1）主動性層面  .77– .89  .89 .67 .82
孩子會用聲音、語言、手勢或動

作讓別人知道他的興趣或喜

（2）合群性層面  .74– .91  .90 .69 .47 .83
孩子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的時

候，會輪流使用器材和玩具

（3）獨立性層面  .90– .93  .91 .83 .43 .37 .91
孩子能完成自己能力可以做到的

事，不需要別人的協助

（4）順從性層面  .69– .93  .87 .69 .24 .48 .45 .83
當要求孩子收拾東西時，他會聽

話並且去做

註：DV欄位中：1.粗黑字體是 AVE平方根。2.沒有 DV數值表示單一因素。

附錄 1
CFA結果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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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Explanatory Powers among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Competence in Young Children: A 

Sociocognitive Integration of Abilities Model Approach

Xin-Ling Cui1, Jyh-Tsorng Jong1, Chien-Ju Chang1, Jin-Long Liang2, 
and Ho-Tang Wu3

Social competence—the ability to achieve interpersonal success in various social contexts—is developed during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in childhood. It influences one’s ability to adapt socially,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emotions, personali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dividuals lacking social competence may be aggressive, be destructive, and have difficulty 
adapting.

Sever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etence during childhood; however,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these factors on social competence have only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factors or combinations of two or three 
factors.  Furthermore,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s. The framework for the present study was 
the sociocognitive integration of abilities (SOCIAL) model, which was proposed by Beauchamp and Anderson. The SOCIAL 
model combines cognitive functions and social cognitive skills that influence social competence, along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mediate these skills, within a single model.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studying social competence in young children.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 Care Database (KIT), which aligns well with the SOCIAL model. We identified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competence in Taiwanese young children; these factor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explanatory power.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may assist famili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nhancing young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The KIT data set contains data from young children aged 48 months (N = 2,031). After applying listwise deletion, we 
selected 100 young children for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remaining valid sample comprised 
1,845 individuals (boys, 929 [50.4%]; girls, 916 [49.6%]).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various domains within the KIT data set: cognitive development, language development,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physical motor development, and family-related domains.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se five major domains: memory, executive function, family environment, parental involvement, language development, 
temperament, secure attachment, emotional competence, withdrawal behavior, aggressive behavior, shame, gross motor skills, 
fine motor skills, Chinese parenting, and shynes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se variables were confirmed through PL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actor loadings (λ),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nd composite reliability 
all met the standard cutoff values, indicating good reliability. Discriminant validity was also evaluated; the value indicated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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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the hypothetical model involves 15 variables and is regarded as a complex model, the PL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software was used to test the model.

The first step involved assess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in terms of four indicators: collinearity—
the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must be ≤ 5.00;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thresholds of .25, .50, and .75 were used to 
categorize explanatory power into low, moderate, and high levels; effect size (f2)— thresholds of .02, .15, and .35 were used, as 
proposed by Cohen (1992), to categorize effect size into low, medium and high effects, respectively; and predictive relevance 
(Q2)—a Q2 value of <0 indicates a predictive relevance between the path and the construct.

During the testing phase, the association of each exogenous variable with social competence was analyzed. Upon identifying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 integrated the relevant variables into a single SEM to compare them in terms of explanatory power. 
The13  variables (memory, executive function, family environment, parental involvement, language development, temperament, 
secure attachment, emotional competence, withdrawal behavior, aggressive behavior, shame, gross motor skills, and fine motor 
skill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competence. However,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noted between Chinese 
parenting or shyness and social competence.

Subsequently, the 13 variabl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an initial SEM model to compare explanatory power among these 
exogenous variables. However, some λ values in the initial model were too low, which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model fit. For 
instance, the conditional discipline dimension (λ = .19) with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variable did not meet the standard cutoff 
range of .50 to .95. Moreover, the negative emotionality temperament dimension (λ = .14) within the temperament variable led 
to an inadequate model fit. Hair et al.  reported that factors with λ values between .40 and .70 can be removed to improve model 
fit. After the removal of these factors, we tested the modified model again; the results indicated a good model fit. The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R2, f2, and Q2 all met the standard cutoff values. Therefore, explanatory power was compared among the factors. 
The size of the explanatory power can be inferred from β and ΔR2 (R2 change); larger values indicated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To understand the ΔR2 for each exogenous variable, the analysis was repeated after removing that variable from the 
modified model. Then, the reduction in R2 was subtracted from the original R2 to calculate ΔR2. The effect size of ΔR2 was 
assessed using f2.

Within the modified model, the following exogenous variables contributed to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social competence: 
emotional competence, temperament, executive function, withdrawal behavior, fine motor skills, family environ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Emotional competence had the highest explanatory power, followed by temperament and executive 
function. The remaining four variables had β values of < .10, indicating significant but relatively low explanatory power. Secure 
attachment, gross motor skills, language development, parental involvement, shame, and memory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explanatory power.

Among the aforementioned 13 variables, emotional competence had the greatest explanatory power for social competence; 
this variable was followed by executive function and temperament.

On the basis of our findings,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First, we should prioritize and cultivate emotional competence to enhance social competence in young children. In young 

children, emotional competence exhibits the greatest explanatory power for social competence. Therefore, to enhance social 
competence in young children, we should cultivate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addition to emotional awareness, expression, 
understanding, and regulation. This should to be supported by an appropriat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n effective channel 
for peer communication. Thus, we must create an environment that facilitates emotional learning.

Second, effortful control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an extroverted temperament should be developed. We found that 
temperament exhibits secondary explanatory power for social competence. To increase young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we 
should cultivate temperament, which comprises effortful control and extroversion, as noted in our study.

Third, we should enhance young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by reminding them that their behavior may affect others. For 
example, to slow down and make things better, and to put toys or used items back in their original fixed storage place, or young 
children are asked to lower their volume while they speaking, they can immediately lower the volume and maintain it for at 
least a few minutes .

Finally, in the futur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social competence should be compared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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